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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補記
第九章已摘要過本書核心論點，現在要來看看這些論點是否能經的起時間的考驗。本章是第二版新增的篇幅，要來處理兩個問題：第一，作者將以80到90年代發生的三個事件來驗證本書所提出的議程設定及選項制訂不僅適用於原始研究的期間，亦能廣泛應用至未來發生的政策個案﹔第二，作者將比較其他關於政策制訂的理論與他所提出的三流理論和各種模型與垃圾桶模型之特性，作為對各界評論其論述之回應。

1. 個案討論：用本書所提出的各種因子來分析並追蹤下列三個個案的演變過程
(1) 1981年雷根預算案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政壇在1980年大選產生了重要的轉變，持保守態度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上任，連同雷根當選的同時，在參議院中，共和黨也拿下了三十年來首次的過半席次，眾議院中則得了三十三個席次。這次的選舉結果預告了美國政壇將進入新的保守派紀元。


用本書的術語來看此改變：在政治流中可看到行政主管的更替與國會席次改變，另外，造成這次選舉結果的原因則可推估為全國氣氛趨向保守化(選民認同雷根叫保守的政見，對前總統卡特的表現不滿)，可以確定的是，政治流的這些變化造成保守議題重新被重視，開了一個保守的政策之窗。政策流當中，從1970年代，保守派議題，諸如貨幣政策、供給面經濟學、去管制化、預算優先次序改變、政府計畫私人化等，漸漸被提出，一直到雷根上任前都在軟化政策社群的過程，政治的改變使得這些政策蓄勢待發。除了政治與政策流的會合造成雷根政府大改革，問題流中亦有一些被決策機關察覺的議題，才使得這些政策有機會進入決策議程：1970年代中期之後，經濟進入停滯性膨脹，物價持續高漲不降，聯邦預算在80年代後不斷赤字到極嚴重的地步，這些經濟問題使得雷根政府成為選民認可的解決方案，三流在此匯合。

政策之窗在政權初交接時大大敞開，雷根政府主管人員很精確的注意到了此最佳時機，推出預算案進入國會，要改變政府預算體制。此預算案包括減稅、增加國防支出、減少特定項目國內支出等，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中，參眾兩院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合一的通過了預算案的表決，原因在於1974成立的「調和機制」，此機制合併了不同部門的預算成為單一的帳目，國會議員不再能分別支持不同的預算項目，如「興建高速公路與否」、「增加健保支出與否」等議題，而要在「政府支出數量究竟為何」上面作選擇，亦即選擇「我們是否要一個轄管範圍廣大的大政府，抑或是小而精緻的政府﹖」結合了原本支持不同項目的議員至同一個議案。

從這個事件中很容易分辨出本書所建構的模型：政策的通過在於政治流當中的行政更替與國會政黨席次變動、政策流中的保守提案已軟化社群多時，預備妥當、問題流中看到七零年代的經濟問題得到社會大眾的關心、並且此個案中的政策包攬人(共和黨的密西根州議員David Stockman)很聰明的抓緊了三流匯合與預算審查制度改革的時機提出政策，造成了此次重大而非漸進式的預算優先權的改變。

(2) 1986年稅制改革
對於稅制的不滿一直是美國政治中沒有消除過的問題，一方面由於美國本身誕生於反抗納稅的革命中，以致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稅的問題十分敏感，在1978年加州的Proposition13一案，終於激起人民對稅制的不滿之火，其中人民所憤怒的包括稅制漏洞使得大企業主與有錢人逃稅連連、稅制的公平性等。

如上所述，在政治流中，可以看到社會中瀰漫著反政府、反高稅率的全國氣氛、並且此時仍是雷根政府，前述個案中的行政更替與國會席次改變也繼續影響著政治流的動態。問題流中，看到高預算赤字引發專家學者對稅制的再思，有些人認為要使國家收入提高，應該增加課稅、有些人認為應該減稅以激發人民的經濟活動能力，而在現階段複雜的稅制下，有錢人的逃稅問題也引發了對稅制公平性的質疑。在專家社群中對各種解決方案的討論達到了最後的共識，一致認為稅制應該為「收入中立」的，也就是不把稅制當作平衡帳目的工具，而單獨考慮其公平性以及效率性，在此前提之下，稅制的改革不應影響到國家收入的增減，於是在降低個人稅的同時，就以增加公司稅來回復原始的收入狀態。

至於在政策流當中，由經濟學者對於稅制體系的分析，提出了專家社群對此政策的方案，如「均一稅率」。政策包攬人則有民主黨及共和黨的幾位議員(民主黨：B.Bradley, R.Gephardt; 共和黨J.Kemp, W.Roth)比較明顯。政策的軟化過程中，政策包攬人們推動了公眾對稅制體系不公平、低效率的討論﹔介紹新的稅制提案﹔舉辦公廳穢語演講﹔撰寫文章和相關書報等。這些軟化過程使政策社群產生了基本的共識和共同認可的政策方針如：擴大所得稅機與徵收項目、減少稅的抵減額和扣除額、簡化稅制、提升公平性及效率性。另外在選舉考量下，雷根政府為了避免在下一任大選來臨時，民主黨提出相關政見，所以搶先提出可以與民主黨相抗衡的政策提案。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三流產生匯合，政治流中有納稅人對於不公平稅制的憤怒﹔問題流包含了對預算赤字的擔憂、不公平及低效率的稅制所引發的社會成本﹔最重要的，政策流當中有了相當程度的政策共識，使得此案可以進入決策議程，進而通過立法改革稅制，不再只是政府議程中被關切的一個主題。
這個個案中，三流的耦合過程是很有趣的，政治上，雖然瀰漫著反高稅率的情緒，但是很少論及稅制改革，但是在政策之窗打開之後，與稅制相關的政策提案都會進入政策制訂的垃圾桶中，導致最後的決策過程完全關注於「稅制的收入中立」，與最初的政治熱潮又不盡相同﹔在政策流中，專家社群更關注的是稅制簡化與減少稅制中的漏洞，促進公平及效率性，但是專家社群需要致力將他的目標連結上政治流中對高稅率的反對情緒，才有機會提出他們的政策，一旦連結上了，直到最後的改制行動，卻又只剩部分與政治流中的反高稅率聲浪有關。
在此中作者再一次強調，三流得匯合使得議程設定能夠改變優先次序，並且使得激進的改制行動得以發生。在稅制改革一案中，用以回應問題流、政治流的政策不完全是對應著該二流最初的呼聲，塑造改革的主要力量其實在於政策流中，政策包攬人所推動的提案。

(3) 1993年柯林頓政府的健保改制
健保問題也一直是美國社會持續關心的議題，其中的三大受關切之問題在於醫療的成本、接受醫療的管道、醫療的品質。在本案中，政府議程是受到問題的驅策，考慮三大問題：品質面其實不太受政府擔心，但是在成本面包括了政府對醫療保險制度及醫療補助制度的支出在60年代後大幅增長、醫療成本成長速率也遠超過生活成本，造成人民負擔沈重﹔接受醫療的管道不公平包括有：失業率的上升造成醫療保險率的下降、保險費率漲價、保險公司拒保某些有重症病史的客戶、醫療服務漲價等諸多問題使得許多人民不能在最需要的時刻接受良好醫療照護。
政治流當中，上述問題成為政客積極投入此議題的誘因，但是仍有許多反對聲浪如人民對政府任何昂貴的計畫的不信任、利益團體彼此角力使得任何政客都不敢冒險表態以免得罪雙方、吃了大虧等，過了一段時間才漸漸在政治上有了一致的健保改制的氣氛。

政策流中的紛亂則更是明顯，專家社群中對此案無共識，有些贊成以政府為唯一供保者，為要確保人人能進入醫療體系中，並且以政府公權力來遏止醫療成本上升﹔但另有些人贊成管制的競爭，認為讓自由的競爭市場來決定醫療價格才可以有效率的降低醫療成本，並且將所有人民及業主集結起來投保，涵蓋那些現在不在保險體制中的人口，如失業的族群，才可有效率的達到降低成本與確保人民能夠進入醫療體系的目標。更有一種提案標榜以小幅度的改變來達成同樣目標，人民買特定的醫療保險，對於沒有能力為自己提供保險者，則由政府提供醫療券，可以直接使用在醫療服務的消費上。

從純粹政府提供保險到純粹私人保險的光譜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組合的政策提案，因此在政策流當中遲遲無法有共識。在柯林頓初上任時，政治流與問題流已經匯合了，政策之窗理應打開，卻因為政策流沒有一致的結論而延遲了。
依本書的理論來看，健康保險一案在此時尚未成熟到可以進入決策議程，但卻會被政府議程擺放在較高的優先次序。事實上，柯林頓總統一上任就任命其妻希拉蕊組織一健保特別小組，包含了政府任命人員、高級官僚、國會工作人員、政府外的專家等組成份子，目標就是要塑造出政策面的共識，但其組成亦為人所詬病，認為柯林頓是為了政治的需要才組成這樣的小組，以提出配合政權的政策。在1993年底，此小組提出了一套龐大複雜的健保計畫，也多受攻擊，認為其計畫野心太大，又未經檢驗，會遭來各界的反對。於是在九三年底，健保一案的問題流被人察覺、政治留有動作，但是障礙仍然存在於沒有一致的政策意見。

此案中可看到，雖有政府議程的優先次序，政策之窗也因政治與問題合流而開，但政策是否能進一步進入決策議程與最終立法通過端視於政策流中是否有共識。政策之窗打開的機會短暫，若是開啟之前沒有政策的共識，常常會錯過了很好的政策制訂時機。
(4) 新的個案討論告訴了我們什麼﹖
Kingdon認為，從上面三個個案的討論中仍然可以發現，他所提出的政治流、問題流、政策流之模型用來理解及分析政策制訂上可以運作的很好，並且在不同領域的政策議題上都適用。

2. 模型探討：
(1) 模型結構中的組成原素
1. 政策制訂的易變性：議程設定及選項制訂的形成過程不易判斷，使人很容易假設政策的制訂過程是隨機的、沒有規則可循的，然而Kingdon認為在當中仍然有既定的結構，諸如參與政策制訂的人員、不同時機下可以竄升的政策提案、針對不同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等，都是可以分辨及預測的政策制訂元素。因此不論是三流內部的變遷過程或是流與流之間的結合過程都不是隨機的。

2. 政策制訂的限制：政策制訂過程亦有其限制性更使得它不可能是隨機變化的，如：全國氣氛、預算限制、政治資源的多寡，使得某些提案會竄升，某些不受重視，Kingdon認為，政策制訂就像河流，河水的流動看似沒有規律性，但是因為有河岸的限制，河水終將往某個方向流去，也不能隨意溢出河道亂流。
3. 各種不同模型的共通點：Kingdon發現，在不同學科當中，專家常常致力於設定模型要瞭解環境是如何變遷的，這些變遷是一段適應環境、力量彼此互動的的過程，沒有任何一個力量可以單獨操控大局。
4. 為什麼仍然存在不可預測性及隨機性：Kingdon承認，在政策制訂過程當中，甚至是熟悉各方資訊的內部人員也常常被突如其來的情勢改變嚇到，這些不可預測的狀況往往是導因於政策形成之初的狀況是隨機的，亦即不是由人為設定了一個起始點才來制訂政策，並且在過程當中仍然可能存在少數影響力很大的人物，他的行為在當中造成了不可預期的改變。然而個人總是無法控制全盤局面，他頂多是在某個時期對於某個部分擁有比較高的駕馭力。
(2) 突發而明顯的改變
在第六章中講到政策的形成是慢性的、漸進的過程，比較類似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物競天擇理論，但是有時仍然會看到猛烈又突然的改變。Kingdon認為我們應該分開討論議程設定及選項制訂，在選項制訂時，的確是緩慢的過程，可是議程設定往往較快速、激進。因此緩慢的改革與快速的變化是並存在政策制訂的不同階段的。選項制訂上，政策包攬人仍然是要長期的投資，耐心的等候時機來臨才有可能使某些案子浮上水面，然而議程設定可能是一個不斷變化，甚至從未停留在任何「均衡點」的過程。
(3) 各流的獨立性
三流究竟有多獨立﹖Kingdon再次分析政治、問題、政策流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三流各自獨立的表現在於「政策提案在政策流中孵化，不論是否真能解決問題流的問題」、「政治流中有其獨有的動力結構，常常與專家的政策提案不相關」只有在特殊的時刻，有需要連結彼此時，三流才會會合產生議程設定的改變。
但是流與流之間仍有其關連性，政策終究是要用來解決問題的，某些政策能夠被重視也跟政治流中的參與人員的選擇有關。
(4) 制度的重要性
近年來竄升的制度學派強調政府體系及規章制度本身對於政治的變化、政策的制訂亦有其影響力，政府有其自主能力能夠影響政治、社會、經濟。
